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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农业转型的异质性及其适应性治理 
——基于179个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浩轩a,b 

（成都理工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管理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农业转型的本质是农业生产中主导性生产要素的更替与增长动力源的转换。本文基于农业工业化模型所

揭示的阶段演进规律提出了发展阶段对应假说、要素驱动更替假说和技术进步转换假说，并利用1961—2022年179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在要素产出弹性及相对密集度证据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全球农业转型的异质

性图景与发展阶段序列。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呈现出与其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农业转型阶段特征；落

后经济体的农业增长仍主要依赖劳动与土地要素，而发达经济体已转向资本与技术进步双轮驱动；在人口稠密、

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农业资本往往优先投向生物与化学技术；多数发达经济体已跨越要素依赖阶段，全要素生

产率成为农业增长的主导动力。据此，特定经济体农业治理的政策设计、执行与评估须适配其相对要素密集度演

化阶段，实现“阶段适配、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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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of global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adaptive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179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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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s essenti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leading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transition of growth drivers. Based on the stage dynamic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we put forward three 
hypotheses—the development stage correspondence hypothesis, the factor-driver substitution hypothesis, a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ransition hypothesis—and empirically test them using panel data of 179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1961 to 2022.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we systematically depict the heterogeneous landscape and developmental 
sequencing of global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drawing on factor output elasticity and relative factor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e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exhibit distinct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match their respective income levels: agricultural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still relies predominantly on labor 
and land, whereas advanced economies are driven jointly by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 also find that in densely 
populated and capital-scarce economies, agricultural capital tends to be channeled into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technologies., and most advanced economies have moved past the factor-dependent phase, with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merging as the leading engine of agricultural growth. On these grounds,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policies must be aligned with the evolving stage of relative factor intensity, thereby achieving 
“stage-adapted and precision-targeted governance.” 

Keywords: global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factor output elasticity; factor intensity; 
development stages; adaptive governance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战略视野为审视全球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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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根本遵循：农业转型不仅是技术或经济层面

的局部变迁，更是关乎全球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

与国际秩序重构的系统性进程。 
农业转型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哈佛大学

知名学者P. Timmer[1]很早就论证了其进程及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从农业部门外部来看，农业

转型是一个非常统一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双双下降的趋势，

以及农业增长总是伴随或先于总体经济增长。后来

许多学者沿着他的研究方向对农业转型的概念、阶

段和特点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一般认为，农业转型

是指农业食品系统从以生计为导向和以农场为中

心的生产方式向更为商业化、更加高效的以农场外

为中心的经营方式转型的过程[2]，是农业部门从低

生产率、自给自足型部门发展为现代化、商业化部

门的过程[3]。当然，也有学者将农业转型缩小为农

业现代化的一个阶段，该阶段与“农村转型”“绿

色转型”和“结构转型”并列，即对灌溉、乡村道

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向高价值作物多样化以及

农业食品价值链发展的阶段[4]。Laborde等[2]认为，

农业转型使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传统经济活动转

向更现代的经济活动，整体生产力提高，收入增加。

农业转型通常涉及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加高效、可持

续的生产实践，并带来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以

及高附加值的农作物多样化和农村收入的提升。更

为重要的是，农业转型也被视为一种通过自身工业

化实现城乡融合进而促进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和结

构转变的催化剂[3]。进一步，Schwoob等[5]提出了农

业转型路径倡议，尝试制定一种回溯方法确定农业

转型的主要障碍、变革路径以及到2030年实现转型

所需的行动和投资顺序。 
当前关于农业转型的研究已经转向了对国别

和区域农业转型的研究。其中，亚洲、非洲的国家

和地区是研究的重点。Pingali[6]很早关注了亚洲农

业从生存农业向商业化农业转型的趋势；Uma Lele
等[7]分析了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经济

结构转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Laborde等[2]对比

研究了非洲和亚洲转型中的农业；Vos[8]研究了亚洲

的农业农村转型；Gollin[9]重点研究了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农业生产力和结构转型。当然，也有像Schwoob
等[10]这样对比低收入国家（乌干达）、中等收入国

家（中国）和高收入国家（英国）农业转型的研究。 
时至今日，全球农业转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

要素禀赋、发展阶段与制度环境的差异，形成了看

似截然不同的转型轨迹与动力机制。为应对这一复

杂图景，亟需建立一种能够识别差异、适应阶段演

变、推动协同共进的全球适应性治理新框架。上述

研究从不同视角深化了对农业转型的认识，但仍存

在以下局限：一是多数研究聚焦于单一国家或区

域，缺乏全球尺度的系统性比较；二是对转型路径

异质性的内在机制揭示不足，未能建立统一的解释

框架；三是缺乏对转型阶段转换“阈值”的实证识

别，难以指导分阶段的适应性治理。为此，本文拟

基于农业工业化模型实证分析全球179个国家和地

区（经济体）转型路径的异质性特征，并构建分阶

段、差异化的适应性治理体系，旨在为各经济体规

避转型陷阱、提升转型质量提供参照，为推动形成

普惠包容、协同共进的全球农业治理新格局贡献学

理支撑。 

二、解释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基础及解释框架 

农业转型的本质是农业生产中主导性生产要

素的更替与增长动力源的转换。要理解全球农业转

型的异质性，一个重要抓手是考察不同发展阶段下

农业相对要素密集度。农业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直接

衡量了该要素投入的边际贡献份额，而农业相对要

素密集度是农业生产中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之比，

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要素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的边

际生产力，更直观标识了农业增长所依赖的核心投

入，从而刻画出农业转型所处的具体阶段。 
蔡昉[11]提出，在经济发展早期，一个国家主要

依靠自然资源实现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终究会遇

到一个转折点，即“从依靠资源转向依靠可再生的

物质资本的积累”。而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

用，该国经济发展还会遇到第二个转折点，即转向

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如果实现了这个

转变，经济就会持续增长；如果没有实现这种转变，

经济增长就会进入乏力期。速水佑次郎等[12]也提

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从早期向后期迈进，以依赖

资本积累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将随着资本边际

报酬递减、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创新能力不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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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马克思增长类型”的陷阱。强调要跳出“马

克思增长类型”的陷阱，必须向依赖技术进步提供

增长动力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转型。农业工业

化模型[13]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结构经济

学范式[14]，综合了罗斯托工业化阶段模型、刘易斯

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以及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阶段

论，为农业转型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框架。该模型

揭示，农业转型会依序经历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个阶段，而推动阶

段跃迁的根本动力，在于农业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升

级所引发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进而导致要素间边

际产量与产出弹性的次序改变。特别是，在经济体

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资本投入面临报酬递减，此时

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也即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蔡昉所指的“第

二个转折点”和速水佑次郎所言的跳出“马克思增

长类型陷阱”，在农业语境下正是从资本密集型阶段

成功过渡到技术密集型阶段[15]。因此，对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农业生产函数进行分组回归，估计并比较其

劳动、土地、资本相对要素密集度，以及农业增长对

农业TFP的依赖程度，能够从经验上直接识别该国农

业当前所处的要素密集阶段和增长动力源。 
（二）研究假说 

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

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农业

工业化模型描绘了农业部门随发展阶段演进的规

律性图景，一些学者也以中国[16,17]或全球部分国

家[18]为研究对象对该模型进行了论证和应用，但

是，其在全球样本中是否普遍成立、不同阶段的主

要动力如何更替、技术进步的角色如何随阶段转

换，仍需系统检验。为此，本研究拟在扩展的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框架下提出三个可验证的假说，以

揭示全球农业转型的异质性及其内在机制。 
一是发展阶段对应假说H1：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国家和地区，其农业生产函数的要素密集度会对

应农业转型阶段特征呈现出系统性差异。具体表现

为，随着发展水平提升，其主导增长的核心要素将

依次从劳动转向土地，再转向资本，最终发展至以

TFP进步为主导的技术。本研究分别以人均收入水

平、劳动生产率和劳均资本装备率为代理变量衡量

经济体发展水平。该假说可通过比较不同发展水平

组别中劳动、土地、资本三类要素的产出弹性变化

及其显著性进行检验。 
二是要素驱动更替假说H2：在从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资本对土地要素的相对密集

度随劳均资本装备率增加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关

系，存在一个明确的“转折阈值”。在该阈值前，

土地规模扩张是增长的主要源泉；越过该阈值后，

资本深化成为增长的主导动力。该假说可通过考察

资本相对土地要素密集度随劳均资本装备率变化

的非线性转折点进行实证识别。 
三是技术进步转换假说H3：技术进步在转型全

过程中始终存在，但其角色和对增长边际贡献的显

著性会发生根本性转换，这一转换与资本深化的阶

段密切相关。在资本密集型阶段前、中期，技术进

步多体现为附着于特定要素（如良种、化肥）的“嵌

入型”进步，其贡献被包含在要素产出弹性之中，

且TFP的增长率波动较大，无明显趋势。当农业进

入资本密集型阶段后期，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显现，

持续的技术进步将成为抵消报酬递减、维持增长的

关键。 
本文拟利用全球不同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进行

分组回归，实证检验上述假说，从而在要素产出弹

性及相对密集度的证据基础上，系统描绘全球农业

转型的异质性图景与发展阶段序列。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

局（USDA，ERS）提供的1961—2022年全球179个

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投入和产出数据。农业产出是按

照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作物、牲畜和水产品

的农业总产值，其中作物包含162种作物商品的总

价值，牲畜包括30种动物和昆虫产品的总价值，水

产品包括8种水产养殖产品的总价值。农业投入主

要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其中，

劳动要素的数量主要是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成年

人（男性和女性）人数，1991年以前数据来源于全

球数据收集公司（GDCC）估计数和FAO数据，1991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资本要素的数

量是按照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净股本价值，

1995年及以后是FAO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的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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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存量，1995年以前的估计数源于牲畜和机械资本

清单。土地要素的数量是按照权重换算的“雨养农

田当量”，灌溉农田和牧场换算权重分别来源于

Siebert和Doll[19]、Fuglie[20]的研究。此外，化肥、饲

料的数据也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各个经

济体的人均GDP（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城市化率、农村电力供应覆

盖率、土地灌溉率等数据则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
据库。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构建全球农业生产的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分组回归，重点观察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区域

农业要素产出弹性变化，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ln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ln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ln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3ln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𝑍𝑍𝑖𝑖𝑖𝑖′ + ∅𝑖𝑖 + 𝜑𝜑𝑡𝑡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1） 
上式中，𝑌𝑌𝑖𝑖𝑖𝑖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年国家或地区

i的农业产出；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𝑇𝑇𝑖𝑖𝑖𝑖分别表示t年国家或地区

i的农业劳动（L）、农业资本（K）和农业土地（T）

生产要素数量，𝛽𝛽1、𝛽𝛽2、𝛽𝛽3分别表示控制宏观环境

条件后的三种要素产出弹性；𝑍𝑍𝑖𝑖𝑖𝑖为控制变量的对数

形式；𝛽𝛽0为截距项，∅𝑖𝑖为个体效应，𝜑𝜑𝑡𝑡为时间效应，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其中，控制变量有经济体的人均

GDP（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产业增

加值比重和城市化率等对农业总产出有影响的变

量，分别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城

市化发展水平。人均GDP能够反映整体经济发展水

平对农业投入与生产条件的支撑作用，第一产业增

加值比重可体现产业结构变迁与工业化进程对农

业发展方式的影响，城市化率能够反映城乡发展格

局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与生产效率的影响。将上述

变量纳入模型，能够有效控制国别异质性与宏观环

境波动带来的估计偏差，从而更准确地识别农业生

产要素的真实产出弹性。 

四、基准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1汇报了实证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从

简单的OLS估计逐步过渡到同时控制个体效应、时

间效应及宏观经济变量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根据

FE(2)的估计，农业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的产

出弹性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估计值分别为0.510、

0.207和0.120。这表明，从全球平均情况来看，土地

投入带来的产出增长最大，劳动次之，资本相对最

小。要素产出弹性直接反映了该要素投入的边际贡

献份额，而相对要素密集度则由不同要素的产出弹

性之比来衡量，它决定了生产方式的要素偏向。基

准回归中土地弹性最高，意味着在全球层面，土地

投入的边际回报相对最为显著，但因为密集型判断

依赖于要素对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这需要进一步

比较不同组别内部要素弹性的相对大小。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农业总产值 

OLS FE(1) FE(2) 

农业劳动要素 0.128*** 
(0.005) 

0.150*** 

(0.007) 
0.207*** 

(0.009) 

农业资本要素 0.428*** 
(0.004) 

0.214*** 
(0.006) 

0.120*** 
(0.008) 

农业土地要素 0.422*** 
(0.006) 

0.563** 
(0.011) 

0.510*** 
(0.013) 

人均GDP   0.289*** 
(0.010) 

第一产业占GDP比重   0.160* 

(0.081) 

城市化率   –0.064** 
(0.014) 

时间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7.311** 
(0.019) 

7.406* 
(0.068) 

5.528 
(0.119) 

R2 0.936 0.928 0.928 

样本个数 10 545 10 545 7 396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

稳健标准误（聚类到经济体层面）。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依次通

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基准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四种途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

如表2、表3所示。 
1．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基准模型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农

作物总产量进行回归，FE(3)结果显示，农业劳动要

素、农业资本要素、农业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分别

为0.213、0.070、0.722，各要素产出弹性的符号和显

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核心结论保持稳定。值得注意

的是，土地要素弹性（0.722）进一步升高而资本要

素弹性（0.070）有所下降，符合理论预期，因为农

作物生产相比包含畜牧业的广义农业，对土地的依

赖程度天然更高。 
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将广义的农业资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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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拆解为化肥与饲料两类更具代表性的中间物资

投入进行回归，FE(4)结果表明，化肥与饲料的产出

弹性分别为0.153、0.075，均显著为正，二者之和

（0.228）与基准模型FE(1)中的资本弹性（0.214）十

分接近，同时土地要素产出弹性为0.350。这不仅验

证了资本投入作用的稳健性，更揭示了其内在构

成，即化肥、饲料等现代投入品对土地要素形成了

有效替代（表现为土地弹性相较基准模型下降），

是资本深化推动农业增长的具体体现。 

表2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基准模型 

变量 农作物总产量 
FE(3) 

农业总产值 

FE(4) LP 

农业劳动要素 
0.213*** 

(0.010) 
0.134*** 

(0.008) 
0.134** 

(0.036) 

农业资本要素 
0.070*** 

(0.008)  0.437* 
(0.051) 

农业土地要素 
0.722** 

(0.014) 
0.350** 

(0.012) 
0.437*** 

(0.010) 

化肥  0.153*** 
(0.005)  

饲料  0.075*** 

(0.03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常数项 3.750*** 

(0.133) 
5.959*** 

（0.110） – 

R2 0.923 0.935 – 

样本个数 7 369 7 369 10 545 
 
三是替换基准模型。为缓解要素投入变量出现

的内生性偏误，本研究采用Levinsohn-Petrin（LP）

半参数方法进行再估计。通过引入中间投入品（化

肥、饲料）作为工具变量，分离要素投入与产出的

双向因果关系来规避偏差，且保持核心变量与基准

模型一致，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LP法的估计

结果显示，农业劳动、资本、土地要素产出弹性分

别为0.134、0.437、0.437，三大要素弹性的方向与基

准模型一致，数值范围合理，证实了基准回归结论

并未受模型设定偏误影响。 
2．工具变量法 
为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本研究采用了工具变量

法，选取农村电力供应覆盖率作为农业资本要素的

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其合理性在于：相关性上，联合收割机、电动灌溉

泵、温室自动化设备等现代农业机械的运行高度依

赖电力供应[21]，电力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决定了资

本投入的规模和效率，稳定的电力供应也使农户更

倾向于投资电动农机；排他性上，农村电力供应主

要通过驱动农机、灌溉设备等方式赋能资本投入，

而非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作物光合作用

等生物过程；同时电力价格具有外生性——大量案

例显示农业用电需求呈现刚性，价格上涨对农业用

电量的影响不大，降低了电力价格波动通过影响要

素投入组合来干扰识别的风险。本研究构建三组递

进式IV-2SLS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变量 
IV-2SLS(1) IV-2SLS(2) IV-2SLS(3) 

资本 农业总产值 资本 农业总产值 资本 农业总产值 

农业劳动要素 –0.055** 
(0.016) 

0.137*** 
(0.008) 

–0.053** 
(0.016) 

0.134*** 
(0.008) 

0.433** 
(0.016) 

0.305** 
(0.019) 

农业资本要素  0.487** 
(0.011) 

 
 

0.477** 
(0.011)  0.253** 

(0.039) 

农业土地要素 0.845** 
(0.014) 

0.382** 
(0.014) 

0.842** 
(0.014) 

0.392** 
(0.014) 

0.498** 
(0.015) 

0.456** 
(0.021) 

农村电力供应覆盖率 0.962** 
(0.025)  0.957** 

(0.026)  0.321** 
(0.02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常数项 –1.889 
(0.123) 

7.194** 
(0.036) 

–1.483 
(0.199) 

7.166* 
(0.078) 

–6.622 
(0.325) 

5.259 
(0.360) 

R2  0.942  0.942  0.946 

第一阶段F统计量 1 440.09***  1 388.66*** 386.58*** 201.28***  

Kleibergen-Paap LM统计量  709.74***  713.90***  174.904*** 

Cragg-Donald Wald F  1 607.64  1 544.74  172.89 

样本个数 4 997 4 997 4 997 4 997 4 663 4 663 
 
IV-2SLS(1)显示，变量系数均显著，其结果与混 合回归（OLS）较为一致。IV-2SLS(2)在IV-2SL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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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新增时间效应控制，但未加入控制变量，回

归后的农业资本产出弹性从0.487降至0.477，略有

下 降 但 仍 显 著 ； 工 具 变 量 系 数 为 0.957 ， 与 IV-
2SLS(1)接近，进一步验证结果稳健性。IV-2SLS(3)
在IV-2SLS(2)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第一阶

段F统计量仍高达201.28，结合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174.904）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172.89），验证了工具变量高度有效，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和识别不足问题；农业资本要素系数降至

0.253，仍显著为正，说明控制宏观干扰因素后，资

本要素对农业产出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部分解释

力被控制变量分担（人均GDP系数0.888，表明经济

发展水平会提升农业产出，与资本要素存在协同解

释作用）；农业土地要素系数为0.498，仍为三大要

素中最高，与IV-2SLS(1)、IV-2SLS(2)及基准回归

FE(2)结果一致；劳动要素系数从负向显著转为正向

显著（0.433），说明未控制宏观变量时其真实影响

被掩盖，体现加入控制变量的必要性。 
综合来看，工具变量法的结果支持了基准回归

结论，IV-2SLS(3)结果中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最高，

这也与基准回归FE(2)一致。不过，各类回归的农业

要素弹性存在变化（资本要素弹性从0.487降至

0.253，劳动要素符号反转），表明其净效应在全球

层面较为复杂，不同发展阶段下，宏观经济、城乡

结构等因素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存在差异，

需进一步分组识别。 

五、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农业转型在不同经济社会条件

下的结构性差异，本研究采用分组回归方法从全球

179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均资

本装备率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 

世界银行定期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

全世界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

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个组别。为深入考察由收入水

平差异引致的农业生产函数结构性异质性，本研究

依据2022年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对179个经济体

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低收入 中等偏下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高收入 

农业劳动要素 –0.173** 
(0.038) 

0.382** 

(0.023) 
0.116** 

(0.017) 
0.235** 

(0.018) 

农业资本要素 0.143** 

(0.021) 
0.042*** 

(0.013) 
0.016** 

(0.020) 
0.161** 

(0.014) 

农业土地要素 0.669** 
(0.033) 

0.498*** 
(0.020) 

0.507*** 
(0.027) 

0.440** 
(0.02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6.583 

(0.393) 
5.118 

(0.230) 
6.069 

(0.253) 
5.205 

(0.360) 
R2 0.919 0.900 0.958 0.918 

样本个数 1 003 2 433 1 990 1 943 
 
表4显示，除了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农业资本

要素产出弹性不显著，其他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模型设定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具体来看，农业

劳动要素弹性呈现波动特征，从中等偏下收入组的

峰值（0.382）向两侧收窄，反映出劳动要素在农业

转型过程中先增强后减弱的非线性作用，这可能与

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的“倒U型”规律相关。农

业资本要素弹性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演变轨迹，从

低收入组的0.143下降至中等偏上收入组的0.016，

继而在高收入组反弹至最高值0.161，印证了资本驱

动作用随发展阶段演进的复杂性——在转型中期

可能出现动力真空，而完成资本深化后重新成为增

长核心。农业土地要素弹性呈现单调递减趋势，从

低收入组的0.669持续下降至高收入组的0.440，说

明随着经济发展，土地扩张对农业产出的边际贡献

逐步减弱。这一发现与H2形成有力呼应，即落后经

济体（低收入组）确实更依赖土地要素，而发达经

济体（高收入组）则显著转向资本驱动。 
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农业

转型特征，本研究计算了关键的农业相对要素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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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图1）①。结果显示，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呈现

“倒U型”变化趋势。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经济体的

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达到峰值，反映该阶段及以前

土地规模化是主要增长动力。当一个经济体迈入高

收入水平，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开始大幅下降，而

资本相对劳动密集度大幅提升，意味着农业已经开

始从土地要素密集阶段向资本要素密集阶段转型。

这一连续变化轨迹与农业工业化模型的理论预测

高度吻合，有力验证了H1“发展阶段对应假说”，

即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确实表现出与其发展水

平相对应的农业转型阶段特征。 

 
图1 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农业相对要素密集度  
值得关注的是，中等偏上收入组出现的资本弹

性过小的现象（0.016），可能揭示了转型过程中的

“动力转换瓶颈”，即当土地扩张收益见顶而资本积

累尚未完成时，容易陷入增长动力“青黄不接”的

困境。这从侧面印证了速水佑次郎警示的“马克思

增长类型陷阱”，凸显了中等收入阶段农业转型的

特殊挑战。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分析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核

心指标。为揭示劳动生产率差异如何影响生产要素

的配置效率，本研究依据2022年数据将样本按农业

劳动生产率由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分位组（0%～

20%、20%～40%、40%～60%、60%～80%、80%～

100%），采用分位回归方法进行异质性检验②。从

表5来看，分位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模型有很强的

解释力。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要素弹性呈现

明显非线性变化。农业劳动要素弹性依然呈现先增

长后下降的“倒U型”波动，在60%～80%分位组达

到峰值（0.390）后，在最高生产率组回落至0.142。

农业资本要素弹性呈现“双峰”特征，在20%～40%
和60%～80%分位组分别达到0.169和0.201，显示资

本驱动在不同生产率阶段具有间歇性强化现象。农

业土地要素弹性持续显著下降，从低分位组的0.598
降至最高分位组的–0.088，表明土地扩张的贡献随

生产率提高而递减，甚至在最高阶段出现负向边际

产出。值得注意的是，农业规模报酬（三要素弹性

之和）呈现递减趋势，从前四个分位组的0.84～0.99
下降至最高分位组的0.22。这一结构性变化表明，

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高水平后，传统要素投入已

难以支撑增长，必须依靠TFP提升来增添新动力。 

表5 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经济体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农业劳动要素 0.291** 
(0.034) 

0.083** 
(0.027) 

0.300** 
(0.021) 

0.390** 

(0.022) 
0.142** 

(0.021) 

农业资本要素 0.101** 
(0.017) 

0.169** 
(0.019) 

0.081** 

(0.013) 
0.201** 

(0.019) 
0.162** 

(0.025) 

农业土地要素 0.598** 
(0.022) 

0.639** 

(0.026) 
0.461** 

(0.029) 
0.338** 

(0.033) 
–0.088** 
(0.04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612 
(0.293) 

4.569 
(0.311) 

4.602 
(0.262) 

4.804 

(0.341) 
7.375 

(0.757) 
R2 0.776 0.915 0.880 0.834 0.991 

样本个数 1 458 1 577 1 666 1 363 1 305 
 
图2显示了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经济体农业

相对要素密集度。在劳动生产率较低阶段（0%～

40%），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持续领先，农业增长以

土地规模扩张为主导。在中等劳动生产率阶段

（40%～60%），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资本相对劳

动密集度均出现了大幅下滑，可能对应转型过程中

的调整期。在中高劳动生产率阶段（60%～80%），

资本相对劳动密集度、资本相对土地密集度出现提

升，标志着农业从土地密集型向以替代劳动的资本

密集型转型。进入最高劳动生产率阶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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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资本相对劳动密集度进一步提高，而资本

相对土地、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转为负值，反映技术

密集型农业已逐步形成。 

 
图2 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经济体 

的农业相对要素密集度 

图2证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作为标识转型阶

段的维度，其所展示的要素密集度演变轨迹与农业

工业化模型的阶段论高度吻合，有力验证了H1。同

时，农业增长主导驱动要素的有序更替，也验证了

H2：在0%～60%分位组，农业处于土地要素密集型

阶段，土地要素投入是农业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此

后资本要素作用凸显，并在最高阶段与TFP共同成

为主导增长源；最高分位组规模报酬的大幅递减，

意味着传统要素驱动模式的局限，为理解工业化后

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农业增长动力转换奠定了基础。 
（三）劳均资本装备率异质性分析 

以劳均资本装备率衡量的农业资本要素投入

是观测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指标。半个世纪以

来，全球农业资本要素投入持续上升。1961年，全

球农业劳均资本装备率为2 925美元/人，到了2000
年左右为3 435美元/人，40年仅增长了17.43%。但进

入21世纪之后，全球农业劳均资本装备率在短短的

22年时间里，增长了215.72%，2022年达到7 410美

元/人。正如林毅夫所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用资本

大规模替代劳动是必然趋势[22]。为解析资本深化如

何重塑农业生产函数，本研究以2022年农业劳均资

本装备率为分层依据，依然采用分位回归模型对

0%～20%、20%～40%、40%～60%、60%～80%和

80%～100%的五个分位组进行异质性检验。 

表6 不同农业资本要素禀赋的经济体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农业劳动要素 0.161** 
(0.034) 

0.293** 
(0.026) 

0.285** 
(0.024) 

0.179** 
(0.020) 

0.105** 
(0.025) 

农业资本要素 0.151** 
(0.017) 

0.050** 
(0.022) 

0.076** 
(0.013) 

0.104** 
(0.015) 

0.277** 
(0.027) 

农业土地要素 0.558** 
(0.024) 

0.870** 
(0.027) 

0.254** 
(0.030) 

0.326** 
(0.027) 

0.783* 
(0.05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911 
(0.320) 

2.661 
(0.291) 

7.060 
(0.277) 

6.211 
(0.334) 

3.153 
(0.798) 

R2 0.867 0.916 0.982 0.929 0.954 

样本个数 1 499 1 544 1 639 1 417 1 270 
 
从表6可以看到，随着劳均资本装备率上升，农

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非线性

演变规律，从0%～20%分位组的0.151先降至20%～

40%分位组的0.050，随后持续上升至最高分位组的

0.277，反映资本驱动作用随投入积累呈现“阈值突

破”式强化。农业劳动要素弹性依然呈“倒U型”变

化，在20%～40%分位组达到峰值0.293后持续回落，

至最高分位组降至0.105，表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

应随资本深化不断增强。土地要素弹性展现波动性

主导特征，在中期分位组（40%～60%）降至低谷

0.254后，于最高分位组跃升至0.783，揭示出高资本

投入条件下土地规模效率将重新释放的事实。弹性

结构演变证实，资本深化过程中，劳动贡献度持续

衰减，资本作用呈阶梯式强化，而土地要素在不同

阶段呈现差异化配置效率。 
图3显示了不同劳均资本装备率的经济体的农

业相对要素密集度变化。40%～60%分位组是一个

分水岭：在资本禀赋中等以下阶段（0%～40%），

资本相对土地密集度和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均呈

现下降态势，反映资本稀缺经济体的资本优先投向

生物化学技术（如良种、化肥）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以及在转型初期劳动要素产出弹性高的特征；在中

高等禀赋阶段（40%～80%），资本相对劳动密集

度、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开始进入上升通道，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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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的机械技术开始成为技术进步主方向；在高

等禀赋阶段（80%~100%），资本相对劳动密集度、

土地相对劳动密集度均有大幅提高，而资本相对土

地密集度则在资本禀赋中等及以上阶段稳定在

0.3～0.35的区间，表明高资本投入已支撑起大规模

土地经营，实现机械技术与土地规模的协同扩张。 

 
图3 不同劳均资本装备率的国家和 

地区农业相对要素密集度  
图3的趋势既验证了农业工业化模型的基本规

律，又揭示了其动态复杂性。资本要素弹性的持续

增长有力支持H2，证实发达经济体的农业确实更依

赖资本驱动；土地弹性在最高分位组的跃升表明，

资本深化可通过赋能土地规模经济重构生产要素

组合效率，修正了资本单纯替代土地的线性认知；

40%～60%分位组作为技术路径转换的分水岭，凸

显农业转型需经历资本积累与技术适配的调整期，

为理解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困境提供了新视角。 

六、农业增长的最终动力 

前述分析已为农业从土地密集型向资本密集

型转型提供了系统性证据。然而，农业工业化进程

的最后发展是否是必然趋势，即农业能否以及如何

从资本密集型迈向技术密集型，仍是有待验证的命

题。作为工业化的先驱，发达经济体为验证这一观

点提供了样本。 
（一）农业TFP贡献率 

为最大限度地保留样本信息并确保测算一致

性，本研究用索洛余值法测算了1961—2022年间179
个经济体的农业TFP贡献率，即基于FE(2)基准回归

模型估计得到的农业劳动、资本、土地三大生产要素

产出弹性，将农业产出增长率扣除各生产要素投入

增长率与其对应产出弹性乘积之和。农业TFP贡献率

是识别增长动力转换的根本性指标。表7汇报了按收

入水平分组的农业TFP贡献率。 

表7 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农业TFP贡献率 
指标 低收入 中等偏下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高收入 

农业TFP贡献率  0.58%  0.87%  0.73%  0.91% 

个体数量占比 14.52% 29.05% 26.82% 29.61% 
 
总体而言，农业TFP贡献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

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高收入国家的农业TFP贡献

率最高（0.91%），显著高于低收入国家（0.58%），

这初步支持了H3“技术进步转换假说”。一个值得

注意的现象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农业TFP贡献

率（0.87%）反而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0.73%）。

这一异常恰恰可能与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许多中

等偏下收入国家在观测期内恰好经历了De Janvry
和E. Sadoulet所说的以绿色革命为代表的生物化学

技术扩散阶段[4]，这种外生性技术冲击在短期内显

著提升了农业TFP贡献率，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可

能处于技术消化期或机械技术替代的调整阶段，导

致了农业TFP贡献率的相对回落。 
为进一步揭示农业TFP贡献率与农业现代化水

平的内在联系，本文绘制了1961—2022年间全球

179个经济体农业TFP贡献率与2022年农业劳动生

产率（取对数）的散点图（图4）。图4清晰地显示，

经济体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其农业TFP贡献率

越高。这一趋势强有力地印证了H3，即发达经济体

的农业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同时，它也支

持了蔡昉[11]的观点，即作为技术要素效度的农业

TFP是唯一不会出现递减效应的生产要素。 

  
图4 全球179个国家或地区农业TFP贡献率与 

农业劳动生产率散点图  
（二）典型经济体农业TFP贡献率的历时性比较 

本研究依据2022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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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中、低三个组别的典型经济体进行历时性分

析（表8）。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的经济体与高收入经

济体存在较大程度的交叠。高组别由加拿大、丹麦

等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五个发达国家组成，中组

别和低组别则分别选取了排名居中与最低的五国，

以此构建一个反映全球农业技术光谱的观察样本。 

表8 典型经济体农业TFP贡献率的历时性比较 

组别 经济体 
农业劳动生产率 

（美元/人） 

TFP贡献率分段数据 年均 
贡献率 1962—1972 1972—1982 1982—1992 1992—2002 2002—2012 2012—2022 

高组别 加拿大 201 364.70 40.65% 24.20% 5.96% 14.45% 27.17% 27.60% 2.40% 

 丹麦 158 982.22 13.64% 27.22% 22.34% 17.76% 5.32% 7.91% 1.50% 

 美国 155 777.82 29.21% 22.70% 17.83% 20.26% 12.09% 6.59% 1.63% 

 以色列 147 526.82 7.31% 1.40% 1.40% 2.97% 2.03% –0.31% 2.28% 

 挪威 145 318.24 10.22% 21.55% 22.61% 53.53% 78.51% 29.48% 3.23% 

中组别 哥伦比亚 7 819.76 20.56% 24.62% 22.14% 19.63% 18.13% 12.52% 1.77% 

 乌兹别克斯坦 7 672.23 30.17% 11.83% –17.00% 20.65% 56.65% 25.23% 1.86% 

 中国 6 806.08 25.03% 29.03% 44.66% 53.67% 37.95% 25.13% 3.27% 

 巴布亚新几内亚 6 752.14 12.51% 6.46% 8.74% 1.80% 12.27% –3.89% 0.52% 

 小安的列斯群岛 6 485.93 –6.21% 0.97% 22.28% –0.96% –5.51% –3.89% –0.06% 

低组别 莫桑比克 518.38 17.24% –19.43% –27.06% 11.80% 14.59% 23.12% 0.78% 

 布隆迪 474.69 –1.38% –1.63% –5.07% 9.07% 8.87% –19.97% 0.15% 

 马达加斯加 441.44 12.14% –3.06% –11.80% –2.56% 26.36% –9.62% 0.14% 

 冈比亚 334.84 2.77% –1.71% –22.76% –20.30% –20.02% –20.64% –0.94% 

 赤道几内亚 292.44 –34.20% –34.20% 2.32% –10.81% 3.66% –8.47% –0.95% 

注：由于全球排名第二的比利时因早年数据缺失，故用排名第六的挪威替代；全球排名倒数第三的厄立特里亚也因同样原因由排名倒数第六的

莫桑比克替代。  
高组别呈现出技术密集型农业的成熟形态。高

组别国家的农业TFP年均贡献率普遍居于1.50%～

3.23%的较高区间，且十年期贡献率多数保持正值，

显示出技术进步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挪威在1992～

2002年间农业TFP贡献率高达53.53%，加拿大在多

个时期贡献率超过20%。这表明，在完成资本深化

后，这些国家的农业增长引擎已成功切换至技术创

新驱动，农业TFP贡献不仅显著，而且成为应对要

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核心力量，其农业形态已呈现出

典型的技术密集型特征。 
中组别在农业转型进程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

趋势。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农业TFP
贡献率表现亮眼，年均值分别达1.77%、1.86%和

3.27%，尤其是中国，在多个十年期的贡献率超过

25%，显示出强劲的技术进步势头。然而，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贡献率则极低甚至

为负。这种分化揭示了中等发展阶段农业转型的复

杂性与不确定性。中国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其农

业TFP贡献率位居全球前列，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仍

处于世界中游水平。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反

映了中国在庞大人口压力下，技术进步成果被快速

增长的农业产出所“稀释”，同时也暗示其技术进

步路径可能更偏向于提升土地生产率（生物化学技

术）以保障粮食安全，而非单纯追求劳均产出的最

大化。 
低组别在农业技术进步中被边缘化。低组别国

家农业TFP对农业增长几乎没有太大贡献，冈比亚、

赤道几内亚两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年均贡献率甚

至为负。这些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每人500美元

及以下，其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资本十分稀缺，尚

未达到依靠农业TFP来拉动农业增长的境地。赤道

几内亚、冈比亚农村电力覆盖率在2022年分别为

67.0%和65.4%，表现稍好的莫桑比克2022年农村电

力覆盖率也只有33.2%。这清晰地表明，在最不发达

国家，农业尚未跨越依赖初级要素投入的阶段，落

后的基础设施、极低的资本禀赋和薄弱的技术吸收

能力构成了技术进步的根本性瓶颈，农业TFP对增

长的驱动作用无从谈起。 
上述典型经济体的历时性比较强有力地支持

了H3。发达国家已稳定进入技术驱动型增长阶段，

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成效则高度依赖其技术战略

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中国的高农业TFP贡献率与



   
   

第 27 卷第 4 期 罗浩轩 全球农业转型的异质性及其适应性治理 11  

中位劳动生产率并存，为理解大国转型路径的独特

性提供了重要案例，而最不发达国家仍被排除在技

术进步驱动增长的模式之外。纵观六十年的数据，

农业TFP要成为农业增长的主动力，必须以相当的

要素深化（特别是资本深化）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为

前提。 

七、全球农业转型的适应性治理框架及

政策建议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明

确表现出与其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农业转型阶段特

征；落后经济体的农业增长仍主要依赖劳动与土地

要素，而发达经济体已转向资本与技术进步双轮驱

动；在人口稠密、资本稀缺的经济体，农业资本往

往优先投向生物与化学技术；多数发达经济体已跨

越要素依赖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农业增长的主

导动力。以上结论不仅验证了农业工业化模型，更

为超越“一刀切”政策、构建差异化与动态化的治

理体系提供了直接依据。 
（一）全球农业转型的适应性治理框架 

传统的农业政策往往以问题导向或目标导向，

通常聚焦于粮食安全、农民增收或环境保护等单一

维度，忽视了农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演化逻

辑，难以适配农业转型的动态过程。农业工业化模

型阐释了农业转型的要素密集度演化路径，未来农

业治理的政策设计、执行与评估需紧密匹配特定国

家或地区在农业要素密集度演化中所处的具体阶

段，实现“阶段适配、精准施策”。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包含四个分析步骤的全球农业转型适应性

治理框架。 
1．精准识别：基于核心指标识别转型阶段 
研究证实，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要素密集度及

农业TFP贡献率是标识转型阶段的有效指标。各个国

家或地区的政府与国际组织需摒弃“一刀切”的思

维，建立基于客观指标的农业转型阶段动态监测体

系。通过系统测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相对要素密

集度以及农业TFP贡献率等关键指标，识别当前经济

体转型阶段，确保政策干预能够“对症下药”。 
2．存量优化：提升当前阶段主导要素的配置效率 
每一阶段均有其主导生产要素，在明确所处阶

段后，政策重心应集中于提升该阶段主导生产要素

的配置效率与边际产出，解决推动农业转型面临的

主要瓶颈。具体而言，在劳动密集型阶段，应释放

人力资本红利；在土地密集型阶段，关键是最大化

土地要素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资本密集型阶段，需

加大信贷力度，缓解资本约束。 
3．增量引导：前瞻性培育下一阶段的核心动力 
农业转型中要素驱动的更替存在“阈值”约束，

且农业TFP的作用会随资本深化不断增强。因此，需

前瞻性布局，通过政策杠杆引导资本、技术等未来核

心增长要素的有序流入与积累，为向下一阶段转型

创造有利条件，提前储备转型进阶的核心动能。 
4．平滑过渡：设计机制缓解转型中的结构性阵痛 
农业要素密集度的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结构性

失业、小农户边缘化、环境压力剧增等转型阵痛。

因此，在要素转换的关键时期，需通盘考虑转型带

来的各类风险，设计系统性的缓冲与保障机制，消

解转型阵痛，保障转型过程平稳推进，兼顾效率与

公平。 
（二）全球农业转型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将全球国家和地区大致划分为三种类

型并提出差异化的政策组合。 
一是处于劳动密集型与土地密集型初期阶段

的经济体要释放要素潜能。这类经济体主要为低收

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其农业增长高度依赖劳动和

土地的投入，往往面临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的“内

卷化”困境。其政策核心应是释放劳动力、激活土

地、引入初级资本。 
二是处于资本密集型加速阶段的经济体要深

化资本应用。这类经济体主要为中高收入经济体，

其资本正加速替代劳动和土地成为增长主引擎。其

政策核心是深化资本应用、优化资本效率、孕育技

术动能。 
三是处于技术密集型主导阶段的经济体要驱

动前沿创新。这类经济体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其资

本要素边际报酬已呈现下降趋势，农业增长的唯一

出路在于提升农业TFP。正如本研究的发现，这些

国家是全球农业技术的引领者。因此，其政策核心

是驱动前沿创新、引领绿色转型、承担全球责任。 
展望未来，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供

应链重构等外部冲击，将为农业转型增添更多不确

定性。因此，一个有韧性的全球农业治理体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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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遵循内在的经济规律，更要具备应对外部风险

的适应能力。各国唯有立足自身国情，遵循要素演

化规律，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促进农业技术的

创新与扩散，方能最终实现全球粮食安全、农民福

祉与地球生态可持续的多重目标。 

注释： 

① 农业要素产出弹性用于衡量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

素的投入变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

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要素产出弹性等于要素产出

份额。而农业相对要素密集度是农业生产中两种要素的

产出弹性之比。在本文中，资本相对劳动密集度比为

β2/β1，资本相对土地密集度比为β2/β3，土地相对劳动密

集度比为β3/β1。 
②  各组均包含下限值，不包含上限值（最后一组包含

100%），以保证各组样本量的均衡性与互斥性，后面分

组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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